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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 與 聲 音
———兼及其與詩學的關聯①
陳引馳
　 　 【摘　 要】中國傳統之中，以文字爲主要媒介的文學，與聲音
的關涉始終密切，這不僅表現在與音樂緊密相關的文學樣式上，
表現在講究聲韻調諧之美的韻文裏面，即使散體的“古文”亦呈現
此一特質。本文首先例舉古文學習和書寫中與聲音相關的若干
事實，以爲全篇的導引；而後著重疏理、分析集古文傳統之大成的
清代桐城派諸位古文大家，在習學前代古文和從事古文寫作等重
要方面對於聲音的認識，可以見出聲音在桐城古文學裏面具有的
關鍵地位；最後，推溯桐城古文家重視古文的聲音層面而形成前
此所無的系統認識之緣由，從他們所持詩與古文一致的觀念入
手，提出他們的詩學造詣對其古文聲音觀存在重要的影響，這由
他們討論古文聲音的術語範疇與前代詩學所運用者有相承之迹，
亦可獲得證明。
【關鍵詞】文章　 聲音　 桐城派　 詩學影響
中國文學史上，文學與音樂的關係極爲密切，因而有所謂“音樂文學”
的説法②。既然稱作“音樂文學”，那就不僅是以文字爲主要的表達媒介了，
①
②
此文初擬於 ２００８ 年初，曾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哈佛大學王德威、田曉菲兩教授主持之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會議上報告，得到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宇文所安）、王德威、田曉菲諸
教授的回應和指教；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又在香港城市大學的中文、翻譯與語言學系講過，葉揚、張萬民
兩位教授有所指示，統此一併致謝。
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５ 年初版。
而且是與音樂的因素緊密關聯的；與以文字爲中心的文學相比較，“音樂文
學”最大的特質，就在於它首先是音樂的，也就是説音樂性是第一位的，而
文字的雕琢美化則屬於第二性。
文學與音樂之離合，在文學遷變演化的過程中，在某些特定的階段，具
有關鍵的意義。中國文學史上最初的《詩經》，其絶大多數合樂歌唱是没有
疑問的①；之後經由楚辭②，到漢賦的“不歌而賦”（《漢書·藝文志》“傳
曰”），賦於是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完全脱離音樂的純文學類型。漢賦
創作中對文字本身的關注及其體現出的美學意識③，爲此後詩歌文學趨向
華美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漢魏之際至晉初五言詩美學由質樸轉向
華美的關鍵人物，如王粲、曹植、陸機等，都是當時的主流辭賦家；而整個中
古前期，賦與詩的並行、交錯，始終是文學史的重要線索，左思、謝靈運、鮑
照、江淹、庾信等都是詩、賦兩方面的創作能手，這中間賦似乎較之詩更居
有核心文類的地位④，北朝的文學家魏收曾説過：“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
（《北齊書》本傳）
在《詩經》———“楚騷”———漢———五言古詩的脈絡之中，文學逐漸脱離
音樂，趨向以文字爲中心的文學，這導致兩方面的重要後果：其一，文字本
身受到從未有過的關注，從聽覺轉向視覺⑤，講究辭藻之華美，同時逐漸在
音樂之外建立起立足文字本身聲音特質的聲韻之美的規範———這樣的過
程是極爲漫長的，中古時期的永明聲律運動乃至初唐近體格律的最後成
型，不妨都可以視爲此種趨向的結果；其二，脱離了音樂，詩人才能更加個
·０６２· 　 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嶺南學報　 復刊第五輯）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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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４ 年版，二《詩經》中“論詩無不入樂史漢與左氏傳可
證”條。
有關楚辭歌、誦之别的分析，參拙稿《由句中“兮”之位置推擬楚辭歌誦之别》，載於《中國文學與
文化的傳統與變革》，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
參吉川幸次郎《論司馬相如》一文對以司馬相如爲中心的漢賦創作的論説，見《中國詩史》，合
肥：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版，尤其第 ８４—９０ 頁。
《世説新語·文學》六十六條以下涉及文學批評的條目，論賦者多於論詩，或者也是一個佐證。
參拙稿《由〈世説新語·文學〉略窺其時“文學”之意謂》，載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２３ 輯，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
從音樂到文學，總體趨勢自然如是；即使在脱離音樂的文類中，從聽覺轉向視覺也有一個過程，
朱熹曾提及兩漢之間司馬相如之“説出”與揚雄等“做文字”的區别（《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而
釜谷武志也曾認爲司馬相如的賦雖用了很多瑋字，但還是以語音上的聽覺效果爲主的，到揚雄
時才有明顯的轉變，參谷口洋《揚雄“口吃”與模擬前人———試論文學書面化與其影響》，蘇瑞
隆、龔航主編：《廿一世紀漢魏六朝文學新視角：康達維教授花甲紀念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
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４７—４８ 頁。
性化地表達自己獨特的經驗與情感，這不僅體現在屈原《離騷》及《九章》一
類基本不能歌唱而只能誦讀的作品裏面，而且，中古的樂府①以及宋人的詞
作②等音樂文學樣式在發展中的突破和變化，也都顯示了這樣的軌迹和
特點。
訴諸聽覺的聲音向提供觀看的書面文字的轉移，是早期中國文學史上
文學演進的基本脈絡，然而另一方面，文學的字裏行間，從來不乏聲音的迴
響。（１）韻文的聲韻性質是顯然的，兹不詳論。（２）就説所謂的文章，漢賦
形式上趨於駢偶，爲講究駢對、辭藻和聲律的駢文，導夫先路③；而辭賦———
駢文———四六———八股④的線索裏，與駢偶相伴的聲音講究，始終未輟。
（３）駢偶文字之外，中古以下單句散行的古文，比較詩、詞、曲，無疑離聲音
較遠。某種程度上，文學的不同類型與音樂的疏、密關係，可以透露出其與
聲音因素的遠、近。古典詩學論及聲音韻律，往往與樂論相涉，從最初的詩
論由樂論中生發而蔚爲大國⑤，到中古援據音樂範疇而闡説詩的聲律，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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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式性的，從音樂程式、本事書寫乃至情意表達等，都有其特定的
成規，一方面寫作者一定會在文本之中流露出一己的情思，但另一方面樂府傳統的成規也頑强
地在文本中有所呈現。中古早期樂府傳統的此一特點，與脱離音樂的古詩傳統之間存在著相當
的不同。
詞作爲一個文學文類，葉嘉瑩先生嘗分爲不同之發展階段：“歌辭之詞，是早期的詞，都是文人詩
客給歌女寫的歌辭，這是歌辭的詞；可是後來，作者多了，這些個詩人就想自己寫自己的感情了，
所以後來就有詩化之詞。”（《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７ 頁。）這其實是從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李煜“變伶工之詞爲士大夫之詞”的論斷中轉出
的。而伴隨這一轉變過程的，便是詞與音樂的漸行漸遠，李清照《詞論》已批評及此：“晏元獻、
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
協音律。”“以詩爲詞”，更充分表達詞人的自我主體性，往往即是以不拘音樂、聲律爲代價的。
朱自清論及後世班馬影響不同時嘗説：“《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
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之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
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
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
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見《經
典常談·史記漢書第九》，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５ 頁。又説：“駢體出於辭賦，夾帶
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悦目，聲調和諧，又可悦耳。”見《經典常談·
文第十三》，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５ 頁。
朱自清討論文章流變時述及明代“盛極一時”的八股文，“‘股’是排偶的意思；這種體制，中間有
八排文字互爲對偶”，“它的格律，卻是從‘四六’演化的”，“因爲排偶，所以講究聲調”。見《經
典常談·文第十三》，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３５—１３６ 頁。
參張少康《中國古代詩論發展與樂論、書論和畫論的關係》之第一節“早期的文學批評是從音樂
批評中派生出來的”，載於《文心與書畫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及蔣孔陽《先
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版。
齊永明時代，發明四聲爲詩，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還會説“欲使宫羽相
變，低昂互節”，那時有不少以宫、商、角、徵、羽配合平、上、去、入四聲的例
子①。古代對於文章的論述，較之詩學與樂論的緊密關係，自然不及，確實
可以説明古代的文章與聲音之道稍隔略遠，但即使如此，古文也絶非僅供
默看的文本而已，尤其在清代桐城古文家的視野中，從劉大櫆始，姚鼐、梅
曾亮、方東樹、張裕釗、曾國藩，乃至姚永樸，對聲音之於古文，有許多的關
注和闡發。在他們看來，聲音上通神氣、下主字句，不僅是學習文章時涵詠
體味的重要途徑，更是創作書寫時綴字成篇的關鍵因素。值得進而玩味尋
繹的是，追溯這些清代古文家們突顯聲音追求的譜系，顯示了前代詩學的
影響，而我們知道，文類的交互關涉，從來是文學異彩紛呈的一大奥秘。
一、古代文章中聲音的例説
在觀察古文家們的古文聲音論説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古代文章史上一
些事實作出非常簡略的勾勒。
首先，古代文章，與詩歌韻文一樣，很多情況下是供人誦讀的。
雖然説文字的基本功能長於以簡帛或書面的形式展開記述，但古時識
字者少，經由閲看文章而獲取知識者，或許遠不及通過聆聽，可以説，文章
不是沉默無聲的。比如《莊子·天道》就有如下記敘：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
“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②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桓公不是讀書出聲，就無法解釋何以身在“堂下”
“斲輪”的輪扁，能對桓公所讀的書言有反應，提出自己的疑問。
這樣的情況始終綿延，前文提到的漢賦是“不歌而誦”的，後世的賦作，
·２６２· 　 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嶺南學報　 復刊第五輯）
①
②
參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沈約和聲律論的形成”一節（楊明執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３０—２３１ 頁。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９０ 頁。
在作者的寫作、修改和讀者的閲讀、欣賞之時，也都要考慮到聲音的因素。
如《世説新語·文學》記載：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
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
“儁”，以“亮”爲“潤”云。①
庾闡將“亮”改爲“潤”，是爲避庾亮名諱；而改“望”爲“儁”則爲“儁”
與“潤”協韻。《世説新語》的《文學》篇還有一個賦作的創作與欣賞中涉及
聲音的故事：“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
語。’”②凡此皆可見賦作重聲韻之事實，以及那個時代裏文士們對文字聲音
的注重。
唐代的韓愈，宣導“古文”，曾經自述説：“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進學解》③）這兩句屬於互文，是説韓愈於經書百家，
“吟”“披”不倦。韓愈類似的説法還有：“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相公書》④）查看此文，韓愈所讀的是于頔《文武
順聖樂辭》、《天保（寶）樂辭》、《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⑤並《與京兆
書》，前三者當是樂辭詩篇，後兩篇則屬文無疑。足見無論是古典文獻還是
當代篇什，古文家韓愈都是眼、口並施的。
其次，閲讀乃至欣賞之中，聲音的因素得到重視，而學習文章寫作的過
程中，聲音的因素也極有作用。
宋代蘇洵有《上歐陽内翰第一書》，回顧早年作文不精，後來取古代聖
人、賢人文章反覆“讀之”，讀了七八年，内心充實而沛然不能自制，於是著
爲宏文也就不以爲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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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０４ 頁。
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１６ 頁。
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４７ 頁。
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１８—６１９ 頁。
馬其昶確定此題，以“移”爲“移文”之“移”，見《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４７—１４８ 頁。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
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
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
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
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
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
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
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①
此文之中，“讀之”凡三見，“讀”即是出聲誦讀，宋儒朱熹《滄州精舍喻
學者》解説得最爲分明：
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説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
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書、韋
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②
朱熹特意强調蘇洵“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深入體味的即是
所謂“説話聲響”，並視韓愈的閲讀爲蘇洵之同調。確實，蘇洵通常誦讀學
習甚至沉浸古典，以期達到文筆縱横的境地的方法，在韓愈那裏已然如是
了，韓愈《答李翊書》：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
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
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
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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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棗莊、金成禮：《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２９ 頁。
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５９３ 頁。
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①
此文韓愈所學習的是所謂“三代兩漢之書”，他用了“觀”字，似乎是否
出聲誦讀還不够明確；不過，我們從前文所引他的自述，已經知道韓愈對古
典和當代文獻是採取“吟”、“詠”方式的。大概就是出於這個原因，朱熹將
蘇洵“學古人説話聲響”的方法與韓愈相聯繫，認爲其間是一脈相承的。後
代桐城古文家中的姚範特拈出此點，《援鶉堂筆記》所言（卷四四）可謂宋人
的回聲：
朱子謂：“韓昌黎、蘇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從古人聲響處
學。”此真知文之深者。②
姚範的文字并不是嚴格依循朱熹的，但主旨没有差錯；他突出强調了
“作文”，也就是文章寫作，與聲音的關聯，雖然這種關聯實際是在學習寫作
的過程中通過誦讀得到實現的。
我們知道，姚範與桐城文派淵源極深，與劉大櫆往來甚密，他也是姚鼐
的伯父與經學導師③；對古文與聲音之關係有上述的觀察，實與桐城文人對
文章的見解有關。
二、桐城諸家的文章聲音論
如上所述，古代的文章誦讀雖然可謂一個綿延久遠的傳統，而在文人
的意識中，文章的聲音，大約始終僅在習讀古文和文章寫作的實踐中迴旋；
對聲音之於文章的意義，到清代的桐城文人方有較爲深切的理論關注，較
之詩學傳統，顯然要晚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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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００ 頁。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１４９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
第 １１１ 頁。
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
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１５ 頁。
桐城派的文章書寫及其理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説是中國古文
傳統的集成和總結。在這個系統内部，向來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爲中心，
構成歷時的發展脈絡。回顧這幾位公認的桐城古文大師，方苞主“義法”，
與文章的聲音問題似乎没有什麽牽扯；劉大櫆則屬異軍突起，他與方苞原
即有一定的差别，最初亦未必尊崇方苞，他師事吳直，“同時方侍郎負盛名，
先生猶以爲不可意也”①。《國史·文苑傳》説：“大櫆雖游學方苞之門，所
爲文造詣各殊。方苞蓋取義理於經，所得於文者義法；大櫆並古人神氣音
節得之，兼及《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姚鼐延續了劉大
櫆的方向，對文章的聲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頗爲重視，至於姚鼐的後學，言
之者更可謂蔚然成風。
試略做疏理，則大致可看到，桐城古文家在（１）文章通過有聲誦讀以
求得對古文的深入體味，（２）認識聲音在文章中的關鍵作用，（３）熟讀古文
以與古人同一聲氣進而撰作文章等方面，都有清楚的自覺意識和積極的嘗
試實踐；這些論説，從文章的閲讀學習，到文章的内部構成，最後到文章的
撰寫創作，對聲音的重要性和作用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系統的認識。
（一） 誦讀文章以證入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桐城文人繼續了古代文章誦讀的傳統。
這個誦讀的方式，在桐城文人内部，是從劉大櫆開始，而爲姚鼐承續
的。張裕釗《答吳摯甫書》記録：“往在江寧，聞方存之②云：長老所傳，劉海
峰絶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
抑其聲使之下耳。”③
桐城宗師，一再向後學指示聲音因素在古文中的重要性，强調從聲音、
從誦讀才能深入文章肌理，姚鼐《與陳碩士》教誨陳用光：“詩、古文，各要從
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④他的《與石甫侄孫》也説：“深讀久
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
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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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臺北：廣文書局，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４６７ 頁。
存之，方宗誠，東樹從弟。
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５ 頁。
《惜抱先生尺牘》，《叢書集成續編》第 １３０ 册，第 ９６４ 頁。
尋矣。”①
如果説出諸聲音的誦讀，是深入文章堂奥的基本途徑，這些觀念大抵
尚是唐宋古文家的延續，那麽在桐城文人這裏逐漸清晰的誦讀之法，形成
一定之規，便是顯著的進展了。姚鼐《與陳碩士》言及：
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
看，即終身作外行也。②
文韻致好，但説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
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③
姚鼐以“急讀”、“緩讀”分别體味“體勢”和“神味”的讀誦之法，爲桐城
後勁曾國藩所延續，他在指示其子的《諭紀澤》裏説：“如四書、《詩》、《書》、
《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
非高聲朗讀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④曾
氏所謂“高聲朗讀”、“密詠恬吟”與姚鼐“急讀”、“緩讀”可以比類，“雄偉之
概”正是一種“體勢”，“深遠之韻”與“神味”大抵同趣⑤。
（二） 音節的文中地位
其次，我們要提出：桐城文人不僅强調誦讀以瞭解前人文章之法，更將
聲音因素置入文章理論内部，確認其地位和重要性。
劉大櫆《論文偶記》是桐城古文論的經典論説，其中論“音節”上通“神
氣”、下主“字句”，具有關鍵意義：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
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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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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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抱先生尺牘》，《叢書集成續編》第 １３０ 册，第 ９７４ 頁。
《惜抱先生尺牘》，《叢書集成續編》第 １３０ 册，第 ９４５ 頁。
《惜抱先生尺牘》，《叢書集成續編》第 １３０ 册，第 ９４６ 頁。
《曾國藩全集·家書》，長沙：岳麓書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４０６ 頁。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論及曾國藩，稱其“自稱私淑於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
以光氣爲主，以音響爲輔”（載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８３ 輯，臺北：文海出版，１９３７ 年增
訂本初版，第 ２７ 頁），已點示其對文章聲響的關切。
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
準之。①
在劉大櫆看來，“神氣”、“音節”、“字句”分别屬於“最精”、“稍粗”、
“最粗”三個層面，三者間的結構，可以説是兩兩相關，虛實相生：“神氣”是
最高妙而“不可見”的，相對而言，“音節”是其“迹”；至於“字句”最爲落實
是呈現“音節”的規矩。這樣，“音節”便處於文章非常關鍵的核心地位
上了。
説到虛實兩層面，劉大櫆的後學姚鼐，有更爲細緻卻也更爲簡捷的分
疏，他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之説，《古文辭類纂序》：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
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
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
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②
其末句，透露了習學古人文章的步序，即由格律聲色之粗而進抵神理
氣味之精③。這一由踏實而蹈虛的步序，其實也是寫作實踐的門徑，劉大櫆
《論文偶記》：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一
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
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
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
之，神氣出矣。④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云云，正是寫作的步序；而成文之後，
·８６２· 　 聲音與意義：中國古典詩文新探（嶺南學報　 復刊第五輯）
①
②
③
④
劉大櫆：《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６ 頁。
賈文昭：《桐城派文論選》，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５ 頁。
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者，姚永樸嘗有分疏，見《文學研究法》卷三，合肥：黄山書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０９—１４３ 頁。
劉大櫆：《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６ 頁。
其“神氣”（或如姚鼐所説的“神理氣味”）的體現，則有待“讀之”、“詠之”，
聲音之關鍵性由此可見。
前邊説過，劉大櫆的神氣、音節和字句的三元結構中，兩兩皆有關涉。
下面試做進一步詮説。
先看字句與音節。試以虛字之運用爲例。《論文偶記》：
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至孔子之時，虛字詳備，作
者神態畢出。……至先秦戰國，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惟子
長集其大成。唐人宗漢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縱，而失其厚懋，氣
味亦少薄矣。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①
如何運用虛字，是古代文章的大關節，劉大櫆提出了自己的觀察，認爲
戰國及宋文“虛字詳備”而顯“疏縱”，漢、唐“斂之”故“勁質”、“峭硬”。不
妨以范公偁《過庭録》所録爲例：
韓魏公在相，曾乞晝錦堂記於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
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别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
换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
字，文義尤暢。②
虛字之用，可獲音調上悠長迴旋之效，進而體現文氣、神理。
次看神氣與音節。“神”，妙不可言，且言“氣”。文章與氣的關係，自曹
丕《典論·論文》以來，屢屢可見，而“氣”之所指不一：（１）或謂體質之
“氣”，如張裕釗《答吳摯甫書》：“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
辭。’裕釗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峰絶豐
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
之下耳。’”③（２）或謂内在蓄養，韓愈《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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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櫆：《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８—９ 頁。
范公偁：《過庭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０３８ 册，第 ２５０ 頁。
《張裕釗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５ 頁。
者皆宜。”①（３）而桐城古文家所謂的“氣”當指文章氣脈，南宋戴復古有詩
曰“議論波瀾闊，文章氣脈長”（《東谷王子文死讀其詩人有感》），而桐城文
人則明確將其與聲音關聯到一起，桐城後期巨擘梅曾亮《與孫芝房書》曾從
文氣的連貫與否論斷古文與駢文之别②：
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
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可複也，故
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
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
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
口，成於聲，而暢於氣。③
好的古文應該脈絡清晰、一氣貫注，如何表現出來呢？就像周、秦、漢、
唐、宋的佳篇，能够“成誦”，誦讀出於口而成其聲，有助於文氣之暢一。
這樣由劉大櫆建立構架，而桐城後學時加補充，形成了關於古文中聲
音之關鍵作用的理論，乃是前此所無的。
（三） 涵詠文章以成文
最後，在桐城派的古文創作觀念之中，聲音的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熟誦古人文章，而後可以文氣暢達，自成文章，這是韓愈、蘇洵的舊途
徑，桐城文人做了更詳盡的發揮，比如方東樹《書惜抱先生墓誌銘後》就説
“精誦”之後“闇通其氣”，然後可以“自爲之以成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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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０１ 頁。
陳寅恪《論再生緣》曾提及“對偶之文，往往隔爲兩截，中間思想脈絡不能貫通”（見陳寅恪：《寒
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６４ 頁），與此處梅曾亮之説相應；其祖陳寶箴曾
師事曾國藩，得其古文之法，陳寅恪幼承家學，必有所聞。《論再生緣》開篇稱其早年不喜彈詞
七字唱之體，“厭惡其繁複冗長”，後“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
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
決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同上，第 １ 頁），則正其家傳文學統緒之説明，
是爲詩傳江西，文承桐城也。
梅曾亮：《柏梘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４３ 頁。
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沉潛反覆，諷翫之深且久，闇
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爲之以成其詞也，自然嚴
而法，達而臧；不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
致功淺末之務，非爲文之本，然古人之所以名當世而垂爲後世法，其畢
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①
我們如果比較之前韓愈、蘇洵的議論，可以説主旨是一致的。那麽桐
城古文家的新異之處何在呢？還是在於對聲音因素的突顯和説明。
劉大櫆《論文偶記》下引的一條，重在由字句求音節復求神氣，與古人
“神氣”、“音節”都“相似”冥合，而後文章自然擲地有金石聲：
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
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説話，一吞
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
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
鏗鏘發金石聲。②
雖然劉大櫆的觀念裏，“字句”、“音節”、“神氣”構成三個層次，但是在
上邊的文字之中，最後他强調的只是由與古人“音節”之“合”，進而“神氣”
的“相似”，可見“音節”才是劉大櫆真正在意的層面。
三、文章重聲音與詩文貫通
桐城派古文家，延續、發展了傳統的文章誦讀方式，並且做了更細緻和
具體的推進，尤其突顯古文的聲音因素，可謂空前。那麽，我們要問：其間
緣由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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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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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樹：《書後題跋》，《考槃集文録》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４９７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３３３ 頁。
劉大櫆：《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１２ 頁。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當時桐城諸古文大家究心於文章之際，於詩學未
嘗不深造有得。姚瑩曾列數桐城的詩學傳統，説：“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
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
一不備矣。海内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有然哉！”①以劉大櫆論，
固以古文名家，而亦長於詩，時人程晉芳至以爲其“詩勝於文”②，姚鼐之於
晚清詩風也很有影響③，其弟子如梅曾亮、姚瑩、方東樹等多能詩，其後曾國
藩、吳汝綸亦莫不如是。桐城古文家們兼長於詩歌，因此還有“詩與古文一
也”④的説法。
以力倡“音節”之重要的劉大櫆論，桐城詩論家方東樹《昭昧詹言》中曾
指認其《唐詩正宗》之選“專取高華偉麗，以接引明七子”。由此觀察，桐城
文人之論古文，與七子論詩似乎確有合契之處。試看後七子巨擘王世貞所
重之胡應麟《詩藪》所言：
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
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
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
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
宛然。⑤
“興象風神”與“體格聲調”虛實相生，而入手在“體格聲調”，而後漸臻
“超邁”之“興象風神”。此一模式，與我們前邊分析過的劉大櫆“字句”而
“音節”而“神氣”（《論文偶記》）、姚鼐“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之説（《古
文辭類纂序》），大體從同。
曾被視爲桐城中興主角的曾國藩，“詩學亦本桐城，正如其古文”⑥，對
詩可謂勞神竭精，曾有諭子書論讀詩乃至作詩之中聲音的重要，《諭紀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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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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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姚瑩：《桐舊集序》，見徐璈輯：《桐舊集》，民國十六年影印本。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〇第八八條：“桐城劉大櫆耕南，以古文名家。程魚門讀其全集，告予曰：
‘耕南詩勝于文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６３ 頁。
錢鍾書：《談藝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４ 年版，四二“明清人師法宋詩桐城詩派”。
方東樹：《續昭昧詹言》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 １７０５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５２ 頁。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００ 頁。
錢鍾書：《談藝録》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４７ 頁。
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
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
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
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未就且長
吟”，可見古人慘澹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①
如若細繹此節文字的淵源，或許可以一窺桐城文人重文章的聲音，與
詩學的格律聲調之説間的潛緒：曾國藩所謂“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
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云云，襲自前引姚鼐“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
求其神味”（《與陳碩士》），不過姚以論文，而曾以論詩；且“密詠恬吟，以玩
其味”，當自清代承續明人格調説的沈德潛《説詩晬語》轉出：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
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别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
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②
將沈德潛與曾國藩的兩段文字放置在一起來看，正顯示出這位桐城中
興大家與格調詩學溝通的消息。隨後文中“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
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云云，豈非正是劉大櫆所
謂“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
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論文偶記》）？
曾國藩之論，與格調詩學合契，透露其淵源消息；而承襲劉大櫆、姚鼐
讀古文之法，則表明桐城内部詩與文之情理相通。由此逆觀之，我們似乎
可以推論：桐城古文家之重聲音，應當與桐城傳統自劉大櫆、姚鼐以下諸家
熟於詩學，持詩、文一理態度③，受詩學啟發而移以論文有關。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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